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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 AX-CPT 范式，通过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运用 ERP 技术，探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个体的

认知控制的权衡机制，观察认知控制在激活区域、时间和强度上的差异。实验要求被试分别在汉语即熟悉的

语言环境下和英语即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下进行 AX-CPT 连续性任务的反应。结果发现个体在熟悉的语言环境

下更加倾向于主动性控制，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下更加倾向于反应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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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控制是指当个体在面对任务要求时能够灵活的调整自身的观念和行为，并能够管理好与任务相

关的信息与不相关信息之间冲突的能力［1］。近年来认知控制又提出主动控制和反应控制的研究新视角，

其中主动控制是指在反应前维持目标的相关信息的表征来预防冲突，而反应控制是指在反应时重激活目

标相关信息以解决冲突［2］。基于此，我们希望能够探讨个体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会采用何种的认知控

制方式。

1.1  双重认知控制理论

Braver 及其同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重认知控制理论（du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control  

account，简称 DMC 理论 ）［3］。该理论认为，认知控制所包含的主动控制和反应控制在被个体运用时是

相互独立且能够为个体同时所应用的，并不是二者择其一的关系。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采用主动性控制



不同语言环境对认知控制权衡机制的影响
——来自 ERP 的证据

2021 年 4 月
第 3 卷第 4 期 ·33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4042

的个体倾向于在反应前维持线索信息的表征来阻止冲突，被认为是一种早期选择加工。而采用反应性控

制的个体在反应前期准备阶段，相关任务信息的表征较少，相关的反映准备的不多，不会产生太多的认

知负载，被认为是一种晚期修正加工。因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各有千秋，因而在任务中个体会进行

认知控制的权衡。

认知控制的双重机制理论（DMC）为认知控制的权衡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理论框架，并提出认知控

制由两种不同性质的模式组成，即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4］。根据 DMC 理论，如果是主动性控制参

与则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主动维护目标相关信息，这种对信息的持续加工使得个体能够做出最佳的反映

准备，且能够在冲突发生之前运用预先防御的方式采取行动以防止冲突的发生。与主动性控制相反的是

反应性控制，如果是反应性控制则采用短暂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目标重新激活，由此认知控制被及时地

动员起来以进行之后的检测和冲突解决。DMC 假定这两种控制模式都具有互补的成本和效益。而成功的

认知主要取决于两者成功的实施［4］。根据 DMC 理论框架，情境因素的细微变化，比如上下文信息预测值、

维持间隔的持续时间、对干扰的期望都将导致个体使用认知控制发生变化，即个体认知控制权衡发生了

变化，因此，不同的语言环境会带来个体认知控制权衡的变化。

1.2  不同语言环境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在语言与认知能力关系上，Whorf 提出假设指出拥有不同语言的个体，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方式是不

同的，并认为语言影响并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5］。Gordon 也认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使

用不同的语言也会使我们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异［6］。后来，对同一文化背景下拥有多种语言

的个体进行研究发现，在认知能力方面双语者相比较于单语者在执行功能方面占优势［7，8］，这就是所谓

的“双语认知优势效应”。一些研究认为，双语者不管是是使用一种语言，或者是两种，他们都会同时

激活他们所使用的语言［9，10］。因而，双语者需要运用语言选择机制来减少非必要语言的入侵以及干扰。

研究者们认为这种语言选择机制类似于非语言任务中的冲突解决［11，12］。所以双语者相比较单语者更能

获得认知控制资源，并利用这种资源在任务中获得更好的表现。

最近 Morales 等人通过 AX-CPT 任务对双语者在认知控制的行为研究支持了双语调节不同控制机制

的观点，认为在监测和抑制之间进行调整时，双语者是优于单语者的［13］。随后进一步研究表明双语在

AX-CPT 任务中主动控制和反应控制是通过动态的组合来产生作用［14］。Colzato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双

语者有效的监测和目标维护可以使其在注意力任务中表现得更好［15，16］。正如最近自适应控制假说所指

出的那样［17］，交互式双语环境需要不同的认知控制过程协同作用以实现成功的沟通。

综上所述，双语者在监测、抑制与解决冲突等认知控制功能方面要更胜一筹，那么基于此我们提出，

作为拥有两种及以上语言的个体，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下与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下，他们在不同的语言环境

下更倾向于采用主动性控制，还是反应性控制。

1.3  AX-CPT

AX-CPT 是研究主动性控制与反应性控制及其之间相互作用的极好的工具，个体在完成任务时为了

使其产生的错误最小化，协调这两个过程则变得至关重要。而这两个过程主要是根据任务需要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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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由意想不到的刺激（Y）使先前上下文信息（A）无效的程序所引起的冲突来调整的。依据连续性

任务的修改版本（CPT）［18］，AX-CPT 任务要求被试对每一个“X”探测刺激反应“YES”，在每一个“X”

探测刺激之前都有一个线索提示“A”，对任何违反规则的探测刺激（即 BX、AY 或 BY）反应“NO”。

由于 AX 组合发生在非常高的频率（70% 试次），因而采用主动性控制的被试在看到线索提示“A”后

则准备回答“YES”。借鉴前人经验，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 AX-CPT，在该研究中如果被试看到 A

则准备反应’“J”键，如果看到线索 X 时，则反应“J”键；如果看到探测刺激“Y”时，则突然抑制

按“J”键的反应，且在看到线索“B”时直接准备按“F”，我们则认为该被试采用主动性控制反应。相反，

反应性控制的被试更倾向于将所有的探测刺激和线索刺激检测完再进行反应。因而它所需用的反应时间

要长。

以往研究表明，当任务对认知要求更高时或者说当需要组合不同的执行过程以获得最佳性能时，

双语优势更明显［19］。那么对于双语者而言，他们在母语即熟悉的语言环境下与二语即不熟悉的语言

环境下会更加倾向采用哪种认知控制的方式？有的版本通过操作线索提示（A/B）间隔时间来观察主

动控制［20］，由于较长的线索提示间隔需要更好的上下文维护，因而在如此严厉的条件下，主动控制的

个体差异能够的到更好的观测［21］。我们则采用 AX-CPT 任务，通过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并分析 AX、

BX、AY 和 BY 相关的 ERP 成分，以此来探讨不同语言环境下个体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之间的相互

作用，使我们能更好的区分个体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的脑区的激活状态。

1.4  N2 和 p3a

在本研究中，我们意在通过分析脑图（EEG）的记录，来探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双语者在执行

AX-CPT 任务时采用的认知控制权衡机制，以此了解不同语言环境对个体认知控制的影响。由于脑图具

有高时分辨率，因而我们能够实时观察到与任务有关的皮质反应并能够监控正在进行的神经过程，以此

评估主动控制与反应控制。先前有关 ERP 和神经影像学的研究明确指出与 AX-CPT 相关的大脑区域和

ERP 反应了个体的认知过程［22］。Aben 等人认为虽然主动性控制与反应性控制都是在顶叶脑区激活，但

是他们激活的时间点不同，主动控制主要与顶叶区的早期和持续激活有关，而反应性控制主要与顶叶区

的晚期和短暂激活有关［23，24］。

N2 是与冲突监测有关的脑区成分，在探测刺激呈现之后达到峰值 200 ～ 350 ms 时进行检测［25］。

它与刺激分类过程和冲突监测有关［26］，对不太频繁或不太占优势的刺激反应更大［27］，并且它与扣带

前皮质（ACC）的活动有关，而 ACC 是冲突监测的关键结构［28］。N2 被认为反应了抑制不正确反应的必

要性［29］并反应了由无关刺激信息引起的冲突［30］。在健康的年轻人中，相比于 AX、BX、BY 任务 AY

任务将引起更大的 N2 振幅［20］，研究人员认为是被试在看到线索 A 时准备 YES 响应。有趣的是，N2

成分也与双语语言选择有关，因为当双语者需要阻止来自不想要的语言时它就会上升［31，32］。因而双语

者在涉及冲突监测的非语言任务中也表现出比单语者更大的 N2 振幅（Go-NoGo task；Fernandez et al.，

2013）。

相反，晚期前成分 P3a 反映了反应抑制，在探测刺激呈现之后达峰值 300 ～ 600 ms 时进行检测［33-35］。

与其他 AX-CPT 条件相比，AY 试验显示出正激活，这是因为有必要监测抑制过程，以克服由 A 提示引

起的准备好的 YES 反应［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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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此次共有 27 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本次实验，被试样本包括 19 名女性被试和 8 名男性被试。所有被试

的熟悉的语言均为国家通用语，不熟悉的语言均为在校所学二语。（注：本研究所选被试的二语均为英语）

2.2  材料和方法

所有参与者在测试前签署同意书。他们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进行的 AX-CPT 任务。

2.2.1  AX- 连续性能任务（AX-CPT）

本次任务中我们使用了 Beste 及其同事提出的 AX-CPT 的过程［20］。与其不同的是在开始 AX-CPT 之前，

给被试设置了不同的语言环境，一种是汉语环境，一种是英语环境。所谓汉语环境即给被试呈现一个颜

色块，每个颜色块出现 1000 ms，然后呈现一个数字，数字出现 2000 ms，要求当被试看到绿色颜色块时，

用汉语读出呈现的数字，并按 Q 键开始下一个试次。所谓英语环境是指当被试看到红色颜色块时，用英

语读出呈现的数字，并按 Q 键开始下一个试次（见图 1）。在环境设置之后，我们给被试呈现成对的大

写字母，由线索 A、B 和探测刺激 X、Y 组成。要求被试对所有的的探测刺激作出反应，即要求被试在

看到 A-X 时按“j”键，在看到 A-Y、B-X、B-Y 时按“f”键。在实验试次中 AX 出现的概率为 70%，

其余三种（AY、BX、BY）出现的概率均为 10%。每个线索出现 300 ms，然后是一个 1000 ms 的空白间隔，

空白间隔呈现后，探测刺激出现 300 ms，参与者被告知在探测刺激出现 700 ms 内做出反应（见图 2）。

任务开始于一个由 5 个试验组成的练习块，包括绿色颜色块读汉语，红色颜色块读英语和所有四个可能

的实验条件：AX（提示“A”，然后是探针“X”）；BX（探针“X”之前有非 A 提示）；AY（任何探针，

除“X”之前有字母“A”）和 BY（任何线索，除“A”和任何探针，除“x”）。在每一个试次结束后，

向被试提供关于准确性和反应时间的反馈。完成练习块之后是实验块。总之，实验部分包括 720 个试验，

分为四个区块（2 个区块按间隔条件）。间隔条件和响应按钮的顺序在参与者之间被平衡。

图 1  语言环境设置流程图

Figure 1  The flow chart of the locale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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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X - CPT 任务流程图

Figure 2  AX - CPT task flow chart

2.2.2  ERP 数据采集与分析

我们使用德国产的 BrainProduct 仪器，采用 BrainVision Recorder 软件从安装在脑电帽中的 64 个头

皮电极（Quick-Cap，NeuroscanInc.）上记录了连续脑电图（EEG），收集了脑电数据。在被试进行 AX-

CPT 任务期间，电极被引用到顶点电极（REF），接地电极（GND）被安装在前额上。垂直和水平的眼

睛运动也记录在垂直（VEOG）和横向（HEOG）的双极对电极上，以便纠正人为眨眼。用 Neuroscan 同

步放大器对电信号进行放大，采样率为 500Hz，带宽滤波器为 0.05-30Hz。电极阻抗保持在 10kΩ 以下。

在任务结束后，采用 BrainVision Analyzer 2.2 软件分析采集的数据，通过 New reference 转换参考，然后

运用 Filters 进行滤波处理，Ocular Correction 去眼电，Raw Data Inspection 违迹处理，以此的到被试处理

后的脑电数据。

我们在分段的 ERP 成分上以及以前对 AX-CPT 任务的 ERP 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20，37］。因此，

我们对实验条件，实验任务以及被试都进行了平均时分段，然后将时段分割范围设置在 -200 ms 到

1000 ms 之间。由此产生不同组与不同任务的时间分段。为了获得每个成分在相应的电极感兴趣的位置，

从 0.01（高通滤波器）和 30 Hz（低通滤波器）、斜率 24 db/ 倍频程离线过滤 EEG。对于 N2 成分的分析，

考虑到 N2 成分倾向于被较大的 P3 吸收，这可能掩盖了其振幅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我们用 2 Hz（高通）

和 12 Hz（斜率 24 db/ 八次波）带通滤波器滤除了 P3［38］。

3  结果

3.1  行为结果

我们分析了 AX-CPT 任务上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的比例（见表 1）。对不同条件（国家通用语，二语），

反应类型（AX，BX，AY，BY）与反应时和对错反应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反应类型主效应显著

p<0.001，ηp2=0.79，不同条件主效应显著，p<0.001，ηp2=0.015，反应类型与不同条件交互作用显著，

p<0.001，ηp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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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X-CPT 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Table 1  AX-CPT response time and accuracy of the task

刺激类型 n 正确率（%） 反应时（ms）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AX 1638 2730 0.94±0.23 0.94±0.24 346.98±125.91 389.20±150.66
BX 234 390 0.64±0.48 0.77±0.42 248.31±215.33 302.52±203.50
AY 234 390 0.70±0.45 0.73±0.44 400.80±181.24 450.90±187.57
BY 234 390 0.70±0.46 0.88±0.32 239.64±212.12 301.15±182.25

事后检验表明，在汉语条件下，反应类型 BX 和 AY 的正确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

反应时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p<0.01；反应类型 BX 与 BY 在正确率与反应时上均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p>0.05。在英语条件下，反应类型 BX 和 AY 的正确率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反应时存在显

著性的差异 p<0.01；反应类型 BX 和 BY 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p>0.05，但是正确率存在显著性

的差异 p<0.01（见图 3）。对此，我们采用速度—准确性的权衡进行分析，发现对于 BX 反应类型，汉

语条件下要比英语条件下反应更好，对于 AY 反应，汉语条件下同样比英语条件下反应更好，且不论是

是汉语条件还是英语条件，AY 所需时间都要高于其他三种反应类型（AX、BX、BY）（见图 4）。

图 3  不同条件下反应类型的正确率

Figure 3  Reaction typ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the time

图 4  不同条件下反应类型的反应时

Figure 4  The type of reactio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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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RP 结果

下面详细分析了不同语言环境下 AX-CPT 的进程。首先，我们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环境获得的 ERP

成分的平均振幅，来获得不同环境带来的不同影响，其次，我们报告了与探测刺激相关的成分（N2 和

P3a）。

3.2.1  不同语言环境处理成分

在被试进行 AX-CPT 任务之前，我们设置了不同的语言环境的氛围，以期获得被试在熟悉语境下的

脑成分和不熟悉语境下的脑成分（见图 5）。由于实验运用汉语和英语报告被试所看到的数字，因而我

们运用 N450 成分来分析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冲突［39］。结果发现汉语环境与英语环境所激活的脑区不同，

且英语环境比汉语环境有更长的潜伏期和更强的波幅。

图 5  不同条件下在 FCZ电位的N450 成分

Figure 5  The ingredients of FCZ potential N450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3.2.2  探测刺激处理成分

我们将 N2 和 P3a 成分的探测刺激基线设置为从 -200 ms 开始显示探测刺激，在前中心电极

Fz、FCZ、FC3 和 FC4 上测量。遵循先前研究的数据分析这项任务［37］，我们对每个成分进行了位

置（FCZ、FZ、FC3 和 FC4）和不同条件（汉语、英语）作为因素的混合方差分析。但是研究结果

发现，我们的电极在 FZ 是最大振幅的电极（见图 6）。我们在 FZ 对反应类型（AX，BX，AY，

BY）和不同条件（汉语，英语）进行方差分析，以此评估由于不同语言环境而导致的冲突监测和

反应抑制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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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条件下反应类型 BX与 AY在 FZ、FC3、FC4、FCZ 电位上的平均振幅的

Figure 6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reaction type BX and AY on FZ, FC3, FC4, FCZ potential 

average amplitude

N2。在探测刺激呈现后 250 ～ 350 ms 的时间窗口测量 N2 的平均振幅。为了评估参与者语言经验对

冲突监测的调节，我们对被试内因素（FZ、FCZ、FC3、FC4）四个电位的平均振幅和试验任务（AY、

BX、BY）与被试间因素不同条件（汉语、英语）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电位主效应不显

著，分组与电位的互作用不显著（F<1），分组与试验任务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但任务主效应显

著 F（3，21）=2.83，MSE=230.53，p<0.05，试验任务与电位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12，21）=4.17，

MSE=17.68，p<0.05。随后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在 FC3 电位上，BX 任务在不同语言环境下有显著

性差异 t（20）>1，p=0.27。在 FZ 电位上，BX 任务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t（20）>1，

p=0.49，但是在 AY 试验任务中，不同电位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在汉语条件下，

不同电位之间 BX 与 AY 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英语条件下，不同电位之间 BX 与 AY 之间也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对于 BX 试验，在 FZ 电位，英语的负均值振幅英语（M=-6.43μV）比汉语（M= 4.08μV）

的更多，t（20）=2.38、p=0.27。对于 AY 实验，在 FZ 电位，英语的负均值振幅（M=-8.28μV）比汉语

（M=3.02μV）的更多，t（20）=2.10、p=0.49。

表 2  不同条件下汉语与英语在 FZ、FC3、FC4、FCZ 电位的N2平均振幅

Table 2  Average N2 amplitude of FZ, FC3, FC4 and FCZ potential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X BX AY BY

汉语

FZ 2.32±2.76 3.02±3.66 -1.74±3.29 -0.17±3.03
FC3 2.67±2.25 4.08±3.14 0.04±2.24 1.03±2.59
FC4 6.18±2.30 2.13±3.6 1.83±2.63 1.99±3.09
FCZ -1.41±2.28 -2.78±2.34 -3.40±2.42 -2.25±2.25

英语

FZ -2.09±2.89 -6.43±3.84 -2.40±3.45 -5.05±3.18
FC3 -0.71±2.36 -5.56±3.30 -0.89±2.35 -3.49±2.72
FC4 -0.36±2.42 -5.02±3.31 -1.23±2.76 -4.42±3.24
FCZ 2.19±2.39 0.02.19±2.39 0.60±2.54 0.14±2.36



·344·
不同语言环境对认知控制权衡机制的影响

——来自 ERP 的证据

2021 年 4 月
第 3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0404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如表 2 所示，在汉语条件下，BX 产生更多的负均值振幅，在英语条件，BX 同样产生更多的负均值振幅，

在汉语与英语不同条件对比下发现英语环境比汉语环境产生更大 N2 波幅（见图 7），这说明在英语条件下，

BX 任务引起了更强的冲突检测。而在 AX-CPT 任务中，被试如果偏向反应性控制，BX 试次的冲突将增大、

AY 试次的冲突将减小，N2 成分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变化。以此推断英语条件下更倾向于反映性控制。

图 7  不同条件下 BX任务在 FZ电位的N2平均振幅

Figure 7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BX task in FZ potential average amplitude of N2

P3a：在探测刺激呈现后 350 ～ 500ms 的时间窗口测量 P3a 的平均振幅。我们对被试内因素（FZ、

FCZ、FC3、FC4）四个电位的平均振幅和试验任务（AX、AY、BX、BY）与被试间因素分组（汉语、

英语）进行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电位主效应不显著，但是分组与电位存在显著的交互

作 用 F（3，21）=3.64，p<0.05，η2=0.16。任务主效应显著 F（3，21）=4.85，P<0.05，η2=0.20，但

分组与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汉语条件下，FC4 电位（M=12.28μV）的平均振幅

最高，在英语条件下 FCZ 电位（M=5.42μV）的平均振幅最高，且汉语条件下的平均振幅高于英语条件

下的平均振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汉语条件下，AY 试验产生的 P3a 平均振幅更多，在英

语条件下，AY 试验同样产生更多的 P3a 平均振幅，且在汉语环境下产生的 P3a 平均振幅要比英语环境

下产生的 P3a 平均振幅多（见图 8）。这说明汉语条件下对 AY 进行了成功抑制。

表 3  不同条件下汉语与英语在 FZ、FC3、FC4、FCZ 电位的 P3a 平均振幅

Table 3  P3A mean amplitude of potentials of FZ, FC3, FC4 and FCZ of Chinese and English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X BX AY BY

汉语

FZ 8.66±3.29 14.04±4.29 14.79±3.21 10.42±3.11
FC3 7.68±2.60 11.41±3.70 13.14±2.45 7.79±2.65
FC4 10.05±2.79 13.02±3.60 16.02±2.65 10.04±3.42
FCZ 1.63±2.76 4.46±2.91 3.78±2.97 4.04±2.76

英语

FZ 3.04±3.45 1.15±4.50 6.44±3.37 3.11±3.26
FC3 3.03±2.73 1.54±3.89 8.21±2.57 4.99±2.78
FC4 4.29±2.92 1.42±3.77 7.84±2.78 4.13±3.59
FCZ 5.59±2.90 4.54±3.05 6.94±3.11 4.61±2.89



不同语言环境对认知控制权衡机制的影响
——来自 ERP 的证据

2021 年 4 月
第 3 卷第 4 期 ·34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4042

图 8  不同条件下 AY任务在 FZ电位的 P3a 平均振幅

Figure 8  A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tasks in FZ potential P3a average amplitude

4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运用 AX-CPT 任务，通过测量相关的 ERP 成分来评估不同语言环境下拥有双

语的被试会更倾向于采用怎样的认知控制方式（主动控制和反应控制）。以此了解不同语言环境对个体

认知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在汉语条件还是英语条件下，AY 任务反应的时间最长，但是总

体来讲英语环境下完成任务所需时间显著高于汉语环境。由于四种反应类型的错误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因而我们依据反应时进行分析。经过行为数据的探讨，我们运用脑电进一步分析差距产生的原因，发现

英语环境下个体在 BX 任务上产生更大的 N2 波幅，这说明个体对 BX 任务产生了更强的冲突监测，而汉

语环境下个体在 AY 任务上产生更大的 N2 波幅，且汉语条件下在 AY 上产生了更大的 P3a 振幅，这说明

汉语条件下，AY 任务产生了更强的冲突监测，并产生了更强的抑制性反应。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双语者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下与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下更倾向于采用主动性控制还是

反应性控制，研究发现双语者在行为表现上不论是何种语言环境都表现为主动性反应，这符合前人的研

究，但是在进一步分析 ERP 时发现，个体对同样的任务在不同环境下所激活的脑区是不同的，通过分析

数据得出个体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下更倾向于采用主动控制，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下更倾向于采用反应性

控制。这一发现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讨论环境对我们认知的影响，也更有利于我们在不同环境下改变

我们的策略。但研究也有不足，我们对于个体在单一环境下对认知控制的权衡并没有深入了解，其次，

不管是熟悉的语言环境还是不熟悉的语言环境，采用的是简单的语境，对于复杂的语境下，个体会采用

何种认知控制方式，我们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希望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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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Cognitive 
Control Weighing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ERP

Wang Caixia  Qi Leying  Niu Y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Qinghai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AX - CPT paradigm, by setting the different language environment, using 
ERP technology, discuss the different language environment, the trade-off between cognitive control 
individual mechanism, observe cognitive control in the area of activation, time and strength differences. 
Experiment required subjects in Chinese is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English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AX - the task of CPT continuity under reaction. The results 
found that individuals in more familiar language environment tend to initiative control, in an unfamiliar 
language environment is more inclined to reactive control.
Keywords: Cognitive control; AX - CPT; N2; P3a


